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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人体健康* 

赵方杰，谢婉滢，汪  鹏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南京 210095） 

摘  要：土壤可以通过多条途径对人体健康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本文从土壤通过食物链提供人体必需的矿质营养、人体

来自于土壤-食物链的有害重金属暴露、以及土壤中抗生素抗性基因传播等方面探讨土壤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土壤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具有非均等性，贫困地区与低收入群体往往更容易受到土壤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在未来人口增长与全球气候变

化双重压力下，土壤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将变得更为突出。本文还提出了消减土壤对人体健康负面影响的一些干预措施选项及

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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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and Human Health 

ZHAO Fangjie, XIE Wanying, WANG Peng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Soil can exert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In this paper, thre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human health are discussed: 1) supply of essential mineral nutrients from soil to humans; 2) human’s exposure to 

toxic heavy metals and metalloids via their transfer from soil to the food chain; and 3) the spread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in 

soil. Although soils, through the food chain, are a main source of many essential mineral nutrients for humans, for some nutrients 

the supply may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umans, especially those elements that are required by animals but not by plants. 

Selenium is a typical example, which is deficient in the diets of many people due to low levels of this element in the soil. 

Agronomic biofortification through additions of selenium in fertilizer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selenium intake in the 

population living in the low selenium areas. Human activities have caused contamination of soil with various types of organic and 

inorganic contaminants. Heavy metals and metalloids such as cadmium and arsenic can be transferred readily from soil to the 

edible organs of crop plants, posing a risk to human health. Soil contamination coupled with soil acidification has resulted in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cadmium in soil and elevated accumulation of this toxic metal in food crops. A number of strategies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accumul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metalloids in food crops, including methods to immobilize contaminants 

in soil, cultivar selection, breeding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to reduce heavy metal uptake or translocation in crop plants, 

phytoextrac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metalloids with hyperaccumulators to clean up contaminated soil. Overuse of antibiot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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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s and in animal production has resulted in increased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microorganisms in the environment, which may 

lead to the evolution of superbugs of human pathogens. Animal manures may contain high levels of antibiotic resistant microbes 

and resistance genes, which can disseminate into agricultural soil via manure applications. Urgent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control the over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production. Effective methods are also needed to decrease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microbes and genes in animal manures before application to soil.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impacts of soil 

on human health are uneven across the whole population; people living in poor areas or having a low income are often more 

vulnerable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oil on human heal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human health will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the future with the dual challenges of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s. Options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soil on human healt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Human health; Mineral nutrients; Heavy metals;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众所周知，土壤具有多种功能，如农业生产和

生态服务功能，这些功能对人类生存和生态环境起

重要作用。土壤还和人体健康息息相关，健康的土

壤是健康的人体的一个重要保障。 

土壤可以通过多条途径影响人体健康，这些影

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

接的[1-2]。例如，人体所必需的矿质养分大部分来自

土壤，土壤中矿质养分缺乏也会导致人体养分缺乏；

土壤中的各种污染物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进入人

体，影响人体健康；土壤中存在多种人体致病菌，

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传播可能提高这些致病菌的风

险；土壤的微生物组可能也会影响人体的微生物组，

从而间接影响人体健康；土壤还会通过影响地下水

和空气质量影响人体健康。 

虽然土壤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但是要确立并

量化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难度很大。这是因为人群

和食品的移动性，模糊了土壤与居民的直接联系，

城市化和物联网的兴起，也使得食品来源更加多样

化。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地方病，由于人群和食品的

流动而逐渐消失。此外，要确立土壤与人体健康的

关系，需要大量的人体健康和流行病学数据，这些

数据往往难于获取。 

本文将举几个例子探讨土壤与人体健康的关

系，并提出可能的干预措施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  土壤矿质元素缺乏与人体健康 

人体需要至少 20 种矿质元素、13 种维生素、9

种氨基酸和 2 种脂肪酸[3]。土壤通过食物链向人体

供应矿质营养，但是这个供应链并不能满足人体对

某些矿质元素的需求，最典型的例子包括钠、碘、

硒、铁、锌。其中，钠、碘和硒在地表岩石风化、

土壤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容易淋失，迁移进入海洋，

而且这三种元素均是动物必需而植物不需要的矿质

元素，因此，土壤中这些元素的缺乏不会影响植物

生长，但会影响人体健康。所以，人类早已知道需

要通过食盐补充钠的供应。历史上，由于国家对食

盐专卖权的控制，食盐成了国家税收和盐商致富的

重要商品。不但人体需要补充钠，土壤中的一些食

草动物也受钠不足的制约。Kaspari 等在亚马逊热带

雨林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4-5]，向土壤添加食盐大幅

度增加蚂蚁和白蚁的数量，加快凋落物的分解和土

壤碳循环。为什么动物需要钠而植物不需要？钠在

动物体内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平

衡，防止细胞内的溶解质渗漏。生命起源于海洋，

海水中丰富的钠离子成为调节细胞渗透压平衡的最

佳选择，演化到陆地上的动物保持了这一特性。与

动物不同，陆地植物演化出通过液泡和细胞壁调节

渗透压平衡和防渗漏的功能，而液泡里调节渗透压

平衡的物质主要是钾离子和有机酸。 

钠属于大量元素，碘则是人体需求量很少的微

量元素。与钠相似，人们发现广大的内陆地区食品

中碘含量不能满足人体需求，影响甲状腺功能，向

食盐添加微量碘是解决人体缺碘的有效方法。Cao

等[6]在新疆南部进行试验，通过向灌溉水添加碘酸

钾提高土壤碘含量 3 倍、作物碘含量 2 倍，并使得

动物和人体碘的摄入量显著增加。然而，人体碘需

求有个安全阈值，当摄入碘过量也会引起甲状腺功

能紊乱。 

硒是另一个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的微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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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体含有 20 多种含硒的酶，硒对甲状腺激素代

谢、抗氧化和免疫系统功能起重要作用[7]。不同国

家推荐的硒摄入量为 50～70 g·d–1。据估计，全球

5 亿～10 亿人口硒摄入量不足[8]。我国存在一个从

东北黑龙江到西南川藏高原窄长的缺硒带，斜跨 16

个省或自治区，居住人口达 1 亿以上。这个地带土

壤和农产品硒含量很低，两个与缺硒相关的地方病，

即克山病（Keshan Disease）和大骨节病（Kashin-Beck 

Disease），均出现在这个地带[9-11]。克山病患者主要

是 15 岁以下的儿童和育龄阶段的妇女，患者表现为

心功能不全、心脏扩大、心律失常，血液和头发硒

含量远低于正常人的水平，每周服用 0.5～1 mg 亚

硒酸钠可有效防治克山病 [9-10]。除了严重缺硒，病

毒感染可能也是克山病的病因之一[7]。大骨节病是

一种慢性和变形性骨关节病，主要影响儿童四肢和

关节软骨，致其变性和深层细胞坏死。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百万至三百万患者，目前仍有六十多万

患者[12]。大骨节病的病因仍然不清楚，但与缺硒、

缺碘有关，谷物的霉菌毒素及饮用水较高的富里酸

可能也是致病的原因[7，12-13]。 

克山病和大骨节病主要发生在相对较为贫困的

农民家庭，他们的食品种类少，来源单一，因此土

壤缺硒很容易造成硒摄入量不足。目前市场上有多

种富硒食品，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这些富硒食品很

难到达最需要补硒的人群中。向克山病、大骨节病

发病区域人群提供硒片是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但

是对于占多数的硒摄入量不足但又没有显示病症的

人群，这个方法相对难于执行。在食盐中添加硒也

不合适，因为与缺钠或缺碘不同，缺硒是局部的，

缺硒带周边甚至还有个别地区土壤富硒造成硒中毒

现象。一种有效的办法是在缺硒带土壤施用少量硒

肥，增加农产品硒含量。芬兰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采

取全国性措施，在复合肥中添加少量硒，相当于每

公顷农田施用 3～10 g 硒，使得全国人口硒的平均摄

入量由原来的 25 g·d–1 增加到 110 g·d–1[14-16]。

Broadley 等[17]在英国进行的大田试验表明，每公顷

施用 10 g 硒（硒酸钠）可提高小麦籽粒硒含量 10 倍

左右，达到对人体足够的水平。对于我国缺硒带，尤

其是大骨节病流行较严重的川藏地区，在复合肥中添

加少量硒可能是提高当地居民硒摄入量的有效办法。 

为什么我国会存在一个斜跨东北—西南的缺硒 

带？Blazina 等[18] 认为，缺硒带正好处于东亚夏季

季风带来的降雨的边界，源自海洋的降雨是硒的重

要来源，海水中的硒通过海洋浮游生物的甲基化挥

发到大气中，在大气的传输过程中重新氧化成为无

机硒酸盐、亚硒酸盐，随降雨沉降到土壤中，我国

土壤硒含量呈现由东南沿海向缺硒带递减的规律，

与东亚季风带来的降雨量分布规律相似，而缺硒带

的西北面土壤硒含量主要受降尘影响。Jones 等[19]

在全球尺度上对土壤硒含量进行分析，得到影响硒

含量的 7 个参数，包括干旱指数（潜在蒸腾量与降

水量之比）、土壤黏粒含量、蒸腾量、成土母岩类型、

土壤 pH、降水量和土壤有机质含量，其中干旱指数

的影响最大，干旱指数越高，土壤硒含量越低，包

含这 7 个参数的模型可预测全球 3 万多份土壤硒含

量变异的 67%。他们用这个模型预测未来气候变化

对全球土壤硒含量的影响，预测至 2080—2099 年

间，58% 土地硒含量将下降（平均降幅 8.4%），20% 

土地硒含量变化很小，此外 22%土地硒含量将增加

（平均增幅 5.7%），农田土壤硒含量下降的比例高达

66%（平均降幅 8.7%）。推测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

中，缺硒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 

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中，铁和锌也经常缺乏。

据估计，全球 40% 的人口缺铁、33%的人口缺锌，

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以禾谷类为主粮的人口[3，20-21]。

有证据表明，绿色革命大幅度提高小麦产量的同时，

也使得籽粒多种矿质养分含量显著下降[22]。缺铁、

锌的主要原因是禾谷类中这两种元素含量普遍较

低，而且由于植酸对铁、锌的结合，使得禾谷类中

这两种元素对人体的有效性很低。土壤中铁的含量

很高，但在中性至碱性条件下铁的有效性很低，有

些农作物容易缺铁。稻田淹水后，土壤中部分铁被

还原为溶解度高的亚铁，甚至可以导致水稻亚铁毒

害，但是水稻籽粒中铁含量仍然较低，说明水稻对

铁向籽粒的转运有着严格的控制。碱性土壤锌的有

效性也低，土壤锌含量和 pH 是影响禾谷类锌含量

的重要因素，向土壤施用锌肥或向作物叶面喷施锌

肥可以显著提高籽粒锌含量[23]。叶面喷施锌、铁、

硒、碘混合溶液显著提高小麦籽粒锌、硒、碘含量，

铁含量也有小幅度增加[24]。对于禾谷类粮食，通过

遗传育种降低植酸含量是提高铁、锌人体有效性的

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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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重金属污染与人体健康 

土壤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种类繁多，包括有机

污染物、无机污染物、生物污染物、放射性核素等，

这些污染物可能通过多条途径进入人体，影响人体

健康。本文以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比较突出的无机污

染物重金属为例讨论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有镉、镍、砷、铜、

汞、铅、铬、锌等，砷虽然不属于重金属，但由于

其行为、来源、危害均与重金属相似，通常也被列

为重金属考虑。土壤重金属污染不仅会引起生态环

境质量恶化，还会通过食物链传递进入人体，危害

人体健康。就重金属向农产品迁移行为而言，重金

属可以划分为 4 类（表 1）[25]。第一类是在土壤中

溶解迁移能力较弱的元素，它们在土壤中生物有效

性较低，如银、金、铬（III）、汞、锡等。第二类是

在植物体内转运能力较弱的元素，如铝、汞、铅等，

这些元素往往积累在根部，很少向植物地上部及可

食部位转移。第三类是过量时会对植物生长造成明

显毒害的元素，如铜、锰、锌等，对植物的毒害很

大程度上会限制这些元素到达人们的餐桌。第四类

是向农产品有较高迁移能力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对

植物产生毒性之前可能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如

镉、硒、钼等。由于淹水稻田的厌氧条件和水稻对三

价砷较强的吸收能力，稻米也会积累较高的砷[26]，因

此对于水稻而言，砷也归入第四类。根据这一概念，针

对第二和第三类重金属，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其生态安

全风险，而针对第四类重金属，我们应关注其对农产品

安全以及人体健康的影响。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部

分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第四类重金属镉和砷处在

我国耕地土壤污染物之前列，分别有 7%和 3%耕地土

壤点位镉、砷超标[27]。土壤污染导致了农产品镉、砷

超标问题严重，例如我国南方部分污染地区，稻米镉含

量超标高达 60%～80%[28-32] ，砷超标高达 40%～

50%[32]。因此，镉、砷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农产品安全最

突出的两个污染元素。 

表 1  重金属从土壤向农产品迁移能力分类（基于 Chaney 等[25]提出的概念修改）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metals and metalloids according to their transferability from soil to the edible organs of food crops 
（Modified from Chaney[25]） 

第一类 

溶解度低、迁移能力弱 

Type I，Low solubility in soil， 
low transferability 

第二类 

植物转运能力低 

Type II，Low translocation from 
roots to edible organs 

第三类 

植物毒性强 

Type III，High phytotoxicity 

第四类 

农产品迁移风险高 

Type IV，High transferability from 
soil to edible organs of food crops 

Ag、Au、Cr（III）、Hg、Pb、Sn、

Ti、Zr、Y 
Al、As、Fe、Hg、Pb 

B、Co、Cu、Mo、Mn、Ni、
Zn 

Cd、Se（VI）、Mo、 As（水稻）

 
镉是一种对人体有毒有害元素。镉在人体滞留

周期长，长达 10～30 年，主要在肾脏和骨骼中积

累[33]。长期镉的摄入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例如，

高镉的摄入会导致肾功能受损、骨质疏松以及癌症

发病率升高等健康问题[34-38]。镉对人体毒害最为严

重的疾病要数“痛痛病”。20 世纪 40、50 年代，日

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曾发生一种疾病。患者症状有全

身发生骨痛、神经痛现象，行动困难，甚至呼吸都会

导致疼痛，患病后期，患者骨骼软化，四肢弯曲，脊

椎变形，骨质疏松，极容易导致骨折。患者痛不堪言，

此病因此得名“痛痛病”（Itai-Itai Disease）[39]。该

病在当地盛行 20～30 年，确诊患者 410 多例，其中

死亡 380 多例[39]。“痛痛病”病因是由于当地居民长

期食用镉污染的大米而导致的镉慢性中毒。此病一

旦发生，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痛痛病”也被日本

定为第一号环境公害事件。日本神通川流域发生的

“痛痛病”具有以下特征：土壤镉有效性高、患者以

大米为主食、患者主要为生育多胎的妇女。大米中

铁、锌、钙等人体必需的矿质营养相比其他粮食比

较缺乏，而生育多胎的妇女又特别容易缺乏这些矿

质营养，可能导致妇女对镉的吸收效率增加[40]，因

而容易受镉的毒害。 

结合当年日本爆发“痛痛病”地区的田间调研

数据和流行病学资料，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南方

局部地区的稻米镉浓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日本发病

地区[41]，需要引起警觉。当年日本发病地区的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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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稻米镉平均含量为 0.38 mg·kg–1（范围

0.02～0.95 mg·kg–1；n=2 446）[42]。Zhu 等[28]在湖南

省长-株-潭地区田间调查了近 4 万份稻米样品，发

现 稻 米 镉 的 平 均 含 量 高 达 0.43 mg·kg–1 （ 范 围

0.005～4.80 mg·kg–1）。镉暴露高风险群体主要是自

产自销型的农户家庭，他们食物来源较为单一，而

且自产的粮食未经收购部门检验，长期食用镉污染

的粮食人群特别容易受土壤污染的危害。值得注意

的是，“痛痛病”是长期慢性暴露引起的，镉的健

康风险具有隐蔽性，不能因现在未出现病例而掉以

轻心。  

我国目前的食品卫生标准规定稻米镉限量为

0.2 mg·kg–1[43] ， 这 个 标 准 严 于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2006 年颁布的 0.4 

mg·kg–1 限量标准[44]。通过镉摄入量的计算可知，成

年人（60 kg 体重）每天食用 250 g 含 0.2 mg·kg–1 Cd 

的大米，镉的摄入量为 0.83 g·kg–1 体重·d–1，正

好 达 到 FAO/WHO 制 定 的 可 容 忍 镉 摄 入 限 量

（Tolerable Cd intake）[33]。我国卫生部 2002 年开展

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表明，我国农村与

城市成年人人均米及其制品食用量分别为每天 246 

g 和  218 g，南方省份成年人食用量更高，人均

260～430 g 之间[45]。因此，我们认为不宜将我国稻

米镉限量标准提高到 FAO/WHO 的限量水平。其实，

FAO/WHO 制定的小麦（欧美国家及我国北方人口

的主粮）镉限量标准也是 0.2 mg·kg–1。 

砷也是一种有毒有害的致癌物，长期摄入不仅

会导致皮肤癌、膀胱癌和肺癌，还会引起心脑血管

疾病、生长发育和代谢紊乱[46-48]。人体砷慢性中毒

一个明显特征是皮肤斑点性损伤，这也是皮肤癌的

一个前兆。人体砷摄入的主要途径是饮用水和膳食

摄入。南亚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由于抽提含砷量高

的地下水饮用，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群体中毒

事件[49]。在这些国家，地下水还用于稻田灌溉，导

致土壤和稻米砷含量增加[50]。 对于饮用水砷含量未

超标且以大米为主粮的人群，食用大米砷的摄入量

可能高于饮用水砷的摄入量。中国、欧洲和美国等

国的饮用水无机砷的限量标准是 10 µg·L–1[46]，人均

每天饮水大约 1.5 L，即使饮用含砷为 10 µg·L–1 饮

用水，每天摄入无机砷为 15 µg。相比而言，我国人

群通过膳食摄入无机砷的量每天达 42.5 µg[51]，已经

是美国环保署制定的参考剂量（Reference Dose，

RfD）的 2.4 倍，致癌风险为 10 万分之 177。其中

通过食用大米每天摄入无机砷为 24.5 µg，占无机砷

摄入总量的 60%[51]。  

通常认为无机砷对人体的毒性较有机砷毒性

强，但是有机三价砷的毒性也很强，甚至强于无机

砷。亚洲稻米中无机砷含量占总砷比例平均为 78%，

其他组份主要为二甲基砷（DMA）[52-53]。稻米中无

机砷含量占比在全球范围存在很大的变异，亚洲和

欧洲生产的稻米无机砷比例普遍要高于美洲[52]，在

我国也存在较明显的地理差异，呈现出无机砷比例

南方稻米较北方稻米高[54]。导致稻米砷形态比例地

理差异的原因不甚清楚，但可能与土壤微生物区系

和土壤环境因素有关[52-55]。最近的研究表明，淹水

还原条件下，水稻土中的硫酸盐还原菌是驱动砷甲

基化的主要微生物类群，而有些产甲烷古菌又会将

甲基砷脱甲基，这两个相反的过程决定了土壤中甲

基砷的水平[56]。 

 膳食中砷的化学形态以无机砷为主。无机砷被

人体吸收后，能够被亚砷酸甲基转移酶（AS3MT）

转化为有机砷，并通过尿液排除体外，因此尿液中

砷的化学形态比例为 10%～20% 无机砷、10%～

20% MMA（一甲基砷）和 60%～80% DMA[57-60]。

人体 AS3MT 基因自然变异会导致尿液 DMA % 差

异，这种代谢效率差异也是导致砷对不同人体毒性

（例如，皮肤损伤）差异的重要原因[59-60]。人体将无

机砷甲基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毒性很强的有机三

价砷中间产物或巯基砷化合物。  

砷毒害敏感的群体是婴幼儿和孕妇。婴幼儿单

位体重无机砷的摄入量是成人的 2 倍～3 倍，且婴

幼儿身体对砷毒性更为敏感，婴儿期的砷暴露会影

响生长、婴幼期的免疫能力和神经系统发育等一些

终身的健康问题 [61]。Signes-Pastor 等 [62]发现婴儿

断奶后食用辅助食品后尿液中砷的浓度是哺乳期

的 1.6 倍。最新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吃大米类食品

的 婴 儿 尿 液 砷 含 量 是 不 吃 大 米 类 食 品 婴 儿 的 2

倍～3 倍[61]。因此需要对婴幼儿的大米辅助食品中

砷的含量加强管理。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

和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将 大 米 无 机 砷 的 标 准 订 为

0.2 mg·kg–1[63]，鉴于婴幼儿对砷的毒害更敏感，欧

盟 2016 年把婴幼儿大米辅助食品中无机砷安全标

准提高到更严格的水平，即不超过 0.1 mg·kg–1[64]。

我们国家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无机砷的标准与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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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标准一样，均为 0.2 mg·kg–1，鉴于我国婴幼儿习惯

米糊米汤作为辅食，结构过于单一，因此是否需要提

高我国婴幼儿大米辅食砷的标准有待进一步论证。 

土壤污染是导致农产品镉、砷含量超标的一个

重要原因，解析并阻断污染源是当务之急。此外，

土壤条件、田间管理措施、作物种类和栽培品种也

是影响农产品镉、砷积累的重要因素。例如，土壤

酸化可导致土壤镉有效性大幅度提高，是我国南方

稻米镉含量超标的一个重要原因[28，65]，施用石灰将

土壤 pH 提高至 6.5 以上是降低稻米镉含量的有效措

施[66]。稻田淹水导致土壤中的铁氧化物还原溶解，

吸附态砷释放到溶液中，并且五价砷还原为有效性

更高的三价砷，这些过程是水稻吸收较多砷的重要

原因[26]。即使土壤砷含量在背景值范围内，稻米砷

含量仍然可能超标。旱作或干湿交替是降低稻米砷

含量的有效措施[67]，但是会导致镉含量增加[68]。如

何解决稻田砷、镉这对生物地球化学矛盾，达到同

时阻控水稻对这两种有害元素的积累，仍需进一步

的研究。水稻品种间镉、砷积累能力差异很大，通

过多年多点筛选可以得到一些较为稳定的低积累品

种[69]。从长远的角度看，需要通过分子遗传分析挖

掘低积累的优异等位基因，在育种过程中将这些等

位基因导入新品种中。近年来，对植物吸收与转运

重金属的分子机制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70]，为

通过生物技术降低农产品重金属含量开辟了道路。例

如， Tang 等 [71] 采用 CRISPR/Cas9 技术编辑水稻

OsNramp5 基因，创制了低镉杂交水稻材料。采用转

基因技术过量表达水稻本身的 OsHMA3 基因，可

以大幅度降低稻米镉含量，降幅达 90%以上 [72-73]。

过量表达编码三价砷转运蛋白的 OsNIP1；1 或

OsNIP3；3 基因，也可显著降低稻米砷含量 [74]。 如

何高效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也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方向。采用镉超积累植物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

中轻度污染农田土壤镉含量降低到环境质量标准

以内 [75-76]。 

3  土壤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与人体健康 

抗生素和抗生素抗性基因古已有之，土壤是二

者的天然库。临床中使用的许多抗生素来源于可培

养的土壤细菌或者真菌的次生代谢产物及其其衍生

物[77]。作为微生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天然条件下低

浓度的抗生素往往并没有“抗生”的作用，它们在

微生物中行使着其他重要的功能，例如作为信号分

子调控微生物的基因表达[78]。抗生素对细菌的抑制

或者杀灭效果随着其浓度的增加才显现。与抗生素

同时存在的是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ARGs），这些基因的表达使微生物产生对抗

生素不同程度的耐性。在未受人类影响的环境中，

ARGs 大多只存在于产生抗生素的微生物以及以抗

生素为营养底物的微生物中[79]。此外，许多微生物

广泛存在多药物外排泵（Multidrug resistance efflux 

pumps），起到中间代谢产物解毒和信号传导等功

能，这些外排泵对一些抗生素也会表现抗性[79]。因

此 ， 在 从 未 受 人 类 影 响 的 土 壤 中 也 能 够 检 测 到

ARGs[80-81]，这些可以被认为是土壤环境中的本底

ARGs。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加剧，土

壤中 ARGs 的丰度、多样性以及环境传播能力均显

著增加，给人类健康带来很大的风险。 

抗生素自被发现后对细菌感染的良好疗效使人

们对其产生了过度依赖。然而，由于管控措施的滞

后，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甚至滥用的现象在全世界

范围都很普遍，这促使了 ARGs 在环境中的广泛传

播，伴随而来的是抗生素疗效的锐减。大多数抗生

素主要被用于人体细菌感染防治，因此抗性细菌和

新型 ARGs 常常最早在人体内被发现[82]。抗生素、

抗性细菌和 ARGs 随医疗废水和生活废水进入城市

污水处理系统。然而，现有的污水处理工艺很难去

除抗生素和 ARGs[83]，因而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水及

城市污泥是环境抗生素和 ARGs 的重要污染源。污

水灌溉及污泥回用可将城市源的抗生素及 ARGs 引

入土壤[84-85]。 

全球范围内将近一半的抗生素用于动物养殖

业，抗生素在动物养殖业中的使用也极大地促进了

环境 ARGs 的富集及传播。动物养殖业中的抗生素

除了用于细菌感染治疗外，常以低于治疗剂量长期

添加在饲料中，用于预防疾病以及促进动物生长[86]。

在抗生素长期的选择压力下，动物粪便中常含有丰

富的抗性细菌和 ARGs。同时，抗生素由于不能被

动物完全吸收或者代谢，会以较大比例汇集到动物

粪便中[87]。堆肥或者厌氧发酵等工艺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畜禽粪便中的抗生素和 ARGs，但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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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普及范围还不够广，并且对抗生素和 ARGs 的

去除效率还需进一步提高[87]。因此，畜禽粪肥作为

肥料可将动物源的抗生素及 ARGs 引入土壤。虽然

城市源或者动物源的微生物会由于不适应土壤环境

而逐渐消失，但抗生素产生的选择压力可促使其中

的 ARGs 通 过 水 平 基 因 转 移 （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被土壤微生物获取，成为土壤抗生

素抗性组的成员[88-89]。有些重金属对 ARGs 具有共

选择的作用，因此重金属污染也可能增加土壤微生

物的抗生素抗性[90]。 

随着抗生素和 ARGs 污染的加剧，土壤中 ARGs

的水平转移能力也增加[85，91-92]。HGT 可使 ARGs 在

不同种类的细菌之间转移，促使 ARGs 在不同环境

间传播。环境中 ARGs 传播的加剧导致了超级细菌

事 件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频 发 。 典 型 的 例 子 如 携 带

blaNDM-1 抗 性 基 因 的 致 病 菌 （ 如 Klebsiella 

pneumonia，Escherichia coli，Citrobacter freundii，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等）感染事件从印度到世界

范围内的爆发，这些感染事件中大多数菌株对除粘

菌素和替加环素以外的抗生素都产生了抗性[93]。粘

菌素被用于对抗这些超级细菌的最后防线。然而仅

过了几年，对粘菌素具有抗性的基因 mcr-1 便在世

界范围内的环境及人体样品中检出[94-95]。一些土壤

抗性细菌中的 ARGs 与人体病原菌中对应的基因具

有 100%的序列相似性，说明土壤 ARGs 在一定的条

件下可转移到人体致病菌中[91]。 

此外，土壤中存在多种人体致病菌，例如可导

致 人 体 罹 患 破 伤 风 的 破 伤 风 梭 菌 （ Clostridium 

tetani），引起肠胃炎的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 

perfringens）等 [96]。抗生素在针对破伤风的治疗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97]。若感染人体的破伤风梭菌携带

ARGs，将会加重治疗难度，引发严重的健康风险。

由于有效检测措施的匮乏，明确由土壤 ARGs 传播

直接导致的抗生素治疗失败的案例甚少见于报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壤 ARGs 传播对人体健康就没有

危害。 

针对环境 ARGs 的传播的风险，我们应该遵循

预警原则[98]。因为风险一旦变成危害，我们能够选

择的抗生素已经很少。我们应尽快从多方面采取应

对措施。首先，应从国家层面制定法律法规管理抗

生素的销售和使用，严格区分人用和兽用抗生素，

逐步取消抗生素作为疾病预防药物和促生长剂在养

殖业中的使用。其次，在细菌感染治疗中，尽量选

用窄谱抗生素，避免更容易产生抗性的广谱抗生素

的使用。第三，针对城市污泥和动物粪便中的抗生

素和 ARGs 污染，应开发经济有效的消除方法并进

行推广，减少抗生素和 ARGs 在土壤及其他环境中

的传播。第四，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抗生素

和 ARGs 的正确认识，在大众层面合理使用抗生素。  

4  结束语 

人类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全球气候变化两大挑

战，二者均可能影响甚至重塑土壤与人体健康的关

系。预计到 21 世纪中世界人口将增长至 100 亿左右，

这将对土壤资源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人类活动也

将会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进入土壤。与此同时，未来

的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将产生很大影响，空气

CO2 浓度增加可能会对农产品中人体必需矿质养分

含量起稀释作用，从而加剧人体矿质微量元素的缺

乏[99-100]。与此相反，增温或增加 CO2 浓度可能会增

加重金属镉在禾谷类作物籽粒中的积累 [101-102]。保

护土壤资源与土壤健康，是人类应对未来人口增长

与全球气候变化两大挑战中必须优先考虑的一项任

务。探讨双重压力下的土壤与人体健康关系，也是

未来土壤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从本文列举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土壤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具有非均等性，收入低的社会弱势

群体可能更容易受到土壤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因

此，研究土壤与人体健康关系时，必需更多地关

注贫困地区与弱势群体。消除土壤对人体健康负

面影响的技术或措施，也必需针对并适宜于这些

地区与群体。这就意味着，这些措施具有公益性

质，单靠市场机制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干预

可能是必需的选项。  

土壤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但很多人对土壤的

健康问题往往视而不见，或者习以为常。近年来，

有机农业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土壤健

康的关注，虽然有机农产品是否比常规农产品更富

营养尚无定论。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崛起，对信息传

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使得很多似是而非、

哗众取宠、甚至是反科学的言论盛行。向大众传播

基于证据的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们越来越需要学会

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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